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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手机成瘾是信息技术时代影响人们生理心理的主要因素，对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

的研究能为手机成瘾的干预治疗提供更加科学个性化的方案。

[方法]文献综述

[结果]以往研究在探索手机成瘾发生路径时，参照网络成瘾的定义与模式，主要利用问

卷调查的方法，建构手机成瘾的单个中介或调节路径。

[局限]缺少对手机成瘾的区别性定义与成瘾因素及其路径的整合。

[结论]首先提出手机成瘾的区别性定义，然后整合手机成瘾的多个路径，建立以孤独感、

焦虑为中介，自我控制、动机为调节的手机成瘾动态控制模型，最后梳理手机成瘾的认知实

验结果，为手机成瘾的干预提供综合而全面的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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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TP393

Smart-phone addiction control model：Mechanism of Loneliness,

Anxiety, Self-Control and Motivation

Yang yinfang Jia lina(Department of Tian Jiabing Education,Jiannan University,

Wuxi 214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can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and individualized solutions for Smart-phone addiction intervention.

[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 .

[Results] In the past, when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we

mainly used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construct a single intermediary or

adjustment pathway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Limitations]Lack of Differentiation Definit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ddiction Factors and Their Paths..

[Conclusions]Firstly, we put forward the distinguishing definit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n integrate the multiple path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establish

a Smart-phone addiction dynamic control model with loneliness, anxiety as the

intermediary, self-control and motivation as the adjustment, and finally comb the

cognitiv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Keywords： Definition of distinction in Smart-phone addiction; mechanism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dynamic control model; addiction intervention;cognitive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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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网民人数达 7. 31 亿，是世界上使用手机人数最多

的国家（CNNIC，2016），信息时代的手机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手机也给人的身心、社会家庭关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影

响。近年来手机对人的影响研究突出表现为手机成瘾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的

影响，从早期对手机成瘾的定义和手机成瘾量表编制的定性研究，到后来手机成

瘾发生路径的问卷调查和手机成瘾认知实验的定量研究。研究者都希望通过对手

机成瘾问题的分析，寻找到真正影响手机成瘾的核心要素，为手机成瘾干预提供

科学的指导。然而，在对手机成瘾相关文献的梳理中我们发现，手机成瘾研究存

在着定义模糊、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单一，研究内容缺乏对以往同种路径的整合，

手机成瘾的认知实验则主要集中于对注意力的研究。而原本应该为未来手机成瘾

问题研究提供清晰认识的文献综述也只是停留在对手机成瘾问题的单方面阐述，

缺乏对手机成瘾的研究的整合。如王薇（2010）对手机成瘾的研究综述倾向于从

手机成瘾定义的历史和手机成瘾的量表的编制来总结手机成瘾的影响。刘勤学、

杨燕、林悦、余思和周宗奎（2017）虽然提出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的区别，却未

对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进行总结，而最近周强、张智谋和李群（2018）对手机依

赖的综述中提及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但没抓住发生路径的核心影响要素。因此，

在对国内外手机成瘾和手机依赖的相关文献的分析整理中，主要从手机成瘾区别

性定义，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和手机成瘾的实验研究三个方面梳理手机成瘾研

究，并以此建构手机成瘾发生路径的动态控制模型，为日后手机成瘾干预提供科

学的指导。

手机成瘾的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主要在于手机成瘾、网络成瘾和手机依赖概

念的混淆使用。我们根据手机成瘾历史性定义与量表的测量维度，对手机成瘾与

网络成瘾进行区别性比较，发现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行为或

技术成瘾（刘勤学等 2017），但手机成瘾在研究深入后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如内容（周强等，2018），形式（屠斌斌，章俊龙，姜伊素，2010），影响程度

（Haug et al.，2015）。另外在对手机成瘾与手机依赖的比较中，研究者发现

两者存在着程度的不同，手机依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成瘾的病理性症状

（赵林萍，2013；魏谨，佐斌，2016）。但在手机成瘾或手机依赖的真实研究，

研究者在本质上都强调手机过度使用带来生理心理的危害。因此，我们采用的手

机成瘾概念是熊婕、周宗奎、陈武、游志麒和翟紫艳（2012）提出的定义，即手

机成瘾或手机依赖是指个体在不当使用手机中，造成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症状。

接下来我们主要具体对手机成瘾进行区别性定义。

1 手机成瘾的区别性定义：

1.1 手机成瘾与网瘾的区别
在研究手机成瘾问题时，研究者之所以会选择借鉴网络成瘾研究概念，一方

面是因为网络成瘾研究不仅先于手机成瘾展开而且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作为网络

成瘾终端化的表现—手机成瘾研究至到 2005 年才日益明确，另一方面手机成瘾

在行为症状表现上的戒断性，凸显性，强迫性也使研究者们联想到网络成瘾。在

刘勤学等（2017）对手机成瘾的文献综述中，指出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的有两个

最大相同点。一：概念重叠，手机成瘾包括部分网络成瘾的内容，如信息收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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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游戏上瘾。二：在历年的测量成瘾量表中条目类似（熊婕等，2012），都突

出对戒断，冲突，复发，强迫性研究维度。不过最近的量表开发中，研究者们也

发现了手机成瘾的行为表现有自身突出的特点，如苏双、潘婷婷，刘勤学、陈潇

雯、王宇静和李明月（2014）编制的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就突出手机成瘾的

APP 使用和更新的新特点。陈欢、王丽、乔宁宁、曹玉萍和张亚林（2017）编制

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不仅认同了苏双的 APP 使用和更新的的新测量维度，还创造

性的增加手机过度使用造成眼睛，脖子的疼痛，即“低头族”的典型临床病理特

征。

除了量表编制外，而手机与网络本身的媒介差异，也导致手机成瘾与网络成

瘾的显著差异。具体差异如图一所示，这些差异被许多国内外文献提及，最近的

关于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文献综述中（周强等，2018），就强调手机相对于计算机

网络是一个复合型媒介，具有多通道的影响，更便利，更具有人性的同时是一种

身份财产的象征，如对手机苹果品牌的更新与追求。因为手机这种本身的不同与

易得到，使手机上瘾的机会增多，对手机的依赖远远超过对网络计算机的依赖（周

强等，2018）。 Kim 等（2018） 在对韩国几所大学生手机上瘾与网络上瘾对焦

虑和抑郁的影响中，也发现手机由于易得方便使用，使手机对人的影响程度更大，

表现在手机上瘾相比于网络成瘾更容易变得焦虑抑郁。

成瘾的主体即使用手机的个体，在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中也具有明显不同。

在性别上网络成瘾者主要为男生多于女生（张志华,孙业桓，2018），而手机成

瘾者则是女生多于男生（Zaeema& Sana,2018；Jocelyne&Doris,2017）. 在年龄

上，手机上瘾者比网络上瘾者开始成瘾年龄更早，使用群体更广泛（Haug et al.，

2015），Jocelyne 和 Doris（2017）在研究手机成瘾相关变量时，还指出人格类

型的差别，相对于人格 B的有耐心，自控力强，人格 A的高欲望与焦虑，使人格

A类型的人在面对压力与情绪问题时缺少调节策略更容易过度使用手机。国内对

大五人格和艾克森人格与手机成瘾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手机成瘾是与神经质，精

神质，内外向格密切相关（惠秋平，石伟，何安明，2017；张亚利，陆桂芝，刘

艳丽，周扬，2017）。

综上，我们看到手机成瘾是比网络成瘾更复杂的概念，它们有相同点的同时，

手机成瘾表现更多新的特点与问题。但是国内研究对两者的异同比较的同时，忽

略了对网络成瘾与手机成瘾的内在关系模型的研究，是否原来的网络成瘾者，转

为手机成瘾者比新的手机成瘾群体的影响更大，也就是数字土著与数字移民的差

距。

比较类型 手机成瘾 网络成瘾

属性 物质依赖+行为成瘾 行为成瘾

内容 整合性（社交，信息，app 多

种综合影响，难分辨）

单维性（主要是游戏或者信息 ）

媒介特点 复合型媒介（易得，便利，私

密，财产象征，身份性，易事

性，多通道）

不易随身携带，缺乏便利

上瘾程度 接触机会多，依赖高 固定，依赖程度相对低

群体特征 女性上瘾大于男性（社交） 男性上瘾大于女性（游戏）

量表 包含网瘾内容同时增加 app 使

用更新

主要根据行为成瘾量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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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手机上瘾在智能手机出现后变

得突出（2011）
网络成瘾比较早，从 1997 年就开始

影响程度 生理心理，人际学习多重影响 在生理上的表现比手机成瘾弱

1.2 手机成瘾的程度和类型区别
手机使用过度会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影响，按照依赖的程度行为特征不同，

被国内外学者命名为手机依赖症，手机成瘾，问题性手机使用，如（Bianchi

&Phillips,2005）编制了“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 Mobile Phone Problem Usage

Scale，MPPUS) ，认为问题性手机使用只是包括在不适当的场合情境中频繁使用，

以及因过度使用而导致相当多的债务等，并未提到生理心理问题。手机成瘾则更

加强调由此而引发的生理和心理的不良后果，国外（Walsh ,White&Young ,2007）

在编制手机成瘾量表时把手机成瘾归结为三方面，戒断性、突显行为以及难以控

制/强迫性。可以说手机依赖和问题性使用关注是手机使用的时间和手机使用不

当，而成瘾的本质增加的是一种病理性的特质，这种区别被国内研究所认同，他

们认为成瘾与依赖在程度和范畴上有本质区别，依赖的主体在生理上没有明显变

化，还只是手机成瘾准备阶段（赵林萍，2013；魏谨，佐斌，2016 ）。但是在

仔细研究手机依赖的相关研究时。我们发现关于手机成瘾、手机依赖的表面概念

虽然不同，但本质上都突出过度使用而导致的各种生理心理的危害。如大多数的

研究手机依赖时，使用的量表都是熊婕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并

且熊婕量表的四个测量维度戒断性，突显性，社交抚慰，心境改变突出的是比手

机依赖更高的病理性的成瘾问题（熊婕等, 2012）。因为这种测量手机依赖和手

机成瘾的量表的一致性，我们在对手机成瘾的文献综述时，也会同时借鉴手机依

赖的研究成果。

手机成瘾的定义也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运用手机在人际交往层面的工具性依赖定义，到韩登亮从手机过度使用的生理心

理不适应的行为成瘾定义（韩登亮，齐志斐，2005），再到屠斌斌的手机成瘾的

操作定义（屠斌斌等，2011），完善了手机成瘾从物质成瘾到行为成瘾和技术成

瘾的过渡。而本文文献综述对手机成瘾定义更倾向于熊婕等（2012）在量表中的

定义，手机成瘾或手机依赖是由于不当使用手机而造成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症

状。

对手机成瘾的类型进行分类时，新闻传播学认为,人们总是基于特定的需求

动机来“使用”某种媒介 ,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手机作为媒介工具的功能

时,人们对手机过度使用也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屠斌斌等人（2010）, 根据

手机使用的功能，认为人们使用手机主要是进行人际交流沟通、娱乐、信息搜集。

国外研究者（Woong,2005）, 在研究手机成瘾时, 认为人们使用手机主要是习惯

性使用动机消磨时间、逃避，和工具性使用动机娱乐、唤醒。也就是说手机成瘾

存在着娱乐成瘾、信息成瘾和网络社交成瘾，根据这些手机成瘾定义和手机成瘾

类型的论述，发现手机成瘾研究依据研究方法和内容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

一类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手机成瘾发生路径，突出表现为以孤独感、焦虑

为核心的中介和以自我控制、动机为调节影响手机成瘾；第二类是通过实验，研

究手机成瘾与人的认知能力的关系。通过对第一类的各种中介模型的关系梳理，

我们建构以孤独感和焦虑为核心，自我控制与动机为调节的手机成瘾发生路径动

态控制模型，然后对第二类的认知实验研究的梳理，分析手机成瘾者的认知特点，

手机成瘾与认知能力的关系。并且通过这种概括性的梳理，解释现有手机成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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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理论机制。

2 以孤独感和焦虑为核心中介，自我控制和动机为调节的手机成瘾模

型：

图一：手机成瘾动态控制模型

国外对手机成瘾模型的建构早已出现，如 Billieux , Maurage,

Lopez-Fernandez,Kuss 和 Griffiths（2015）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整合中，提出了

智能手机*行为的成瘾路径：一是过度寻求慰藉路径，个体在不安全依恋、社交

焦虑时通过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心理慰藉；二是个体的冲动控制路

径，冲动性、低自控力性格使个体产生各种问题性手机使用症状；三是外向性人

格路径，外向性人格使个体有强烈的动机去通过手机社交网络与他人建立广泛的

社交联系，获得网络社会支持。在具体分析这三种路径的发生机制和我国的手机

成瘾研究，发现我国手机成瘾的发生机制是与缺少社交支持和人际关系的孤独与

焦虑（吴喆，2018），个体性格中的冲动性与缺乏自我控制（李悦，朱广思，2013），

动机中社交与娱乐动机等（甘启颖,2014）有关。换而言之，个体生理心理特质，

社会人际关系是通过孤独、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对手机成瘾发生直接或者间接

的作用,形成如图一手机成瘾多种路径的动态控制模型。

在论证孤独感与焦虑的核心中介作用和自我控制与动机调节作用之前，我们

先会对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动机对手机成瘾的直接影响效用，之后只要论

证社会、家庭、生理、心理与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动机的内在关系，也就

可以间接证明孤独感与焦虑的核心中介作用和自我控制与动机调节作用。

情绪特征

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

人格特质

教养方式

应对方式

生命质量

睡眠质量

孤独感、

焦虑

自我控制、

动机

动机

手机成瘾

生理心理

社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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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对手机成瘾的直接作用

孤独感是一种主观上的社交孤立状态, 伴有个人知觉到自己与他人隔离

或缺乏接触而产生的不被接纳的痛苦体验（De Jong Gierveld，1987），而孤独

感可以直接预测手机成瘾（Choliz，2012），当个体为了寻求情感上的支持和满

足，孤独感水平较高者则会利用手机来排解或回避孤独，进而形成手机依赖（刘

红，王洪礼，2011）。焦虑则是当个体面临高评价性情境时（如公开演讲、会见

陌生人、与权威人物交谈），产生的恐惧感，如果他们无法逃避该情境，个体则

将会产生较高水平的焦虑（Davila&Beck，2002），而手机为个体提供的网络社

交中却能有效的降低人的现实焦虑（Yen,Tang,Yen ,et. al,2009）。根据社会

补偿假设，高社交焦虑者会更愿意使用更“安全”的网络来进行沟通，从而弥补

现实社交不适所造成的缺失,也就是说社会焦虑水平可以有效预测手机成瘾状况

（Desjarlais &Willoughby，2010）。除了孤独感，焦虑直接作用手机成瘾，孤

独感与焦虑还会相互作用，交互影响手机成瘾。如研究表明焦虑与孤独感显著正

相关（王明忠,周宗奎,范翠英,孙晓军,2012）。在孤独心态下人们往往会感到寂

寞、焦虑、空虚、无助、冷漠，甚至绝望，常伴有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韦耀

阳，2010）,而手机的基本功能可以从根本消除人类孤独所引起的焦虑（Peeler，

1985）。换句话说，人的孤独感与焦虑是直接预测手机成瘾的核心因素。

作为个体调节控制认知、情绪、行为的自我控制和动机，对手机成瘾也具有

一定的预测作用。自我控制是指个体因抑制或克服自身欲望、需求而改变固有或

者习惯行为的一种调控能力，它不仅能负向调节手机成瘾，它的冲动控制、专注

工作、节制娱乐，抵制诱惑四个维度与手机成瘾也有显著的负相关（张茜,张岩,

吴敏,2017）。在现实生活中，自我控制能力差的人由于难以抵制玩手机带来的

娱乐冲动诱惑，会在时间失控，无法专注于工作和学习。依据 Baumeister（1982）

自我控制能量模式理论，个体自我控制取决于其心理资源，但心理资源容量有限，

信息处理、社会交往等行为都会消耗有限的心理资源，从而导致自我控制的失败。

而智能手机是信息获取（如浏览新闻网页）和人际交往的多种内容的载体，以不

同的方式消耗着个体的心理资源（Wan&Chiou;2006）。由此可见，手机成瘾会降

低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也会影响手机成瘾。而作为解释人的心理

与行为内在原因的动机，也影响着个体的手机成瘾的行为，并且能在孤独感和手

机成瘾中起到中介作用（刘红等 2011），虽然手机使用动机包括娱乐使用动机

和人际使用动机，但主要是通过娱乐使用动机的引起手机上瘾。传播学家 E·卡

兹在《个人对大众媒介的使用》中就将传播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结合来解释媒

介接触行为是一种需求满足（郭庆光，1999），这就意味着人们接触手机媒介中

孤独感、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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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手机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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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某种需求满足。研究也发现这些需求可具体分为信息的需求、

从众的需求、追求时尚的需求、宣泄情绪的需求，这些需求在个体的使用手机中

发挥着主要调节作用（高明，2018）。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动机直接影响

着着我们的手机成瘾行为已经被国内外学者验证，接下来我们主要是在总结手机

成瘾的发生路径的相关文献基础上，论述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动机在社会，

家庭，生理，心理中与手机成瘾形成多种路径，并且由此而建立手机成瘾发生机

制的动态的控制模型。

2.1 社会中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路径

图三：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

（1）孤独感、社交焦虑在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中的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是个体经历被爱、有价值感和他人需要的一种信息，使个体免受不

利环境的伤害。社会支持与个体的幸福感、心理健康紧密相关。吴喆（2018）在

总结社会支持机制模型时，提出社会支持主要通过主效应模型的直接作用、缓冲

模型中提升个体处理应急事件能力和平复情绪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态模型的压

力应对来影响个体。从主效应模型来看，社会支持能直接对手机成瘾产生保护作

用，也就是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负相关（吴喆 2018），而对社会支持的内部维

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剖析时，研究者发现社

会支持作为外源潜变量能负向预测内生潜变量手机成瘾，而作为社会支持分析维

度的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则是外源观察变量，能负向预测手机成瘾这种内生观

察变量，但客观支持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却不显著（葛续华，祝卓宏 2014），这

个结果与后来陈向丽（2015）对河南省高校大学生的手机成瘾研究的结果一致，

他们都认为社会支持不仅会负向预测手机成瘾，还可以是通过主观支持，支持利

用度来影响孤独感，进而间接产生手机成瘾。也就是说孤独感高的个体同伴关系

较差，同伴接纳水平较低，孤独感通过对友谊质量的负向预测作用和引发社交焦

虑影响个体成瘾水平（任亮宝, 吕进基，2014）。李腾飞，张良（2015）在对山

东某高校进行手机成瘾研究时，也证明手机成瘾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孤独感与

手机成瘾呈正相关，大学生缺乏社会支持而产生的孤独感会增加对手机成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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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并且这种社会支持在极易

抑郁的妊娠早期孕妇手机成瘾问题上也存在显著的保护作用，当孕妇感受到家人

朋友的支持时，孤独感、抑郁度也会相应降低，从而调节了过度使用、手机依赖

手机的行为（黄浩,李萱怡,邱添,杨诗晗,顾智慧,田芳琼,吴辉，2018）。总而言

之，社会支持除了在主效应中直接影响手机成瘾，还会在缓冲模型中通过平复负

性情绪孤独的不利影响来影响手机成瘾。

社会支持是除了通过缓冲模型中个人应对生活负性事件（杜刚，徐莹，赵馨，

刁绵君，2014）和主效应模型中的社会关系（宗一楠，徐英，2014）对手机成瘾

产生负向预测作用，还能通过第三态模型中通过缓解压力带来的焦虑影响手机成

瘾。如缺乏社会支持的社交焦虑带给个体的压力与负性情绪冲击个体的自我概

念，降低自我概念的清晰性，使得个体在面对外界信息时，难以再以自我作为参

照，更容易将负性信息与自我联系，从而产生更多反刍思维，进而使个体在持续

的负性情绪与压力前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丁玉丽，2018）。在现实生活中无法

顺利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时，也易导致压力引发焦虑，促使其沉迷网络中寻找精

神寄托和社会支持（杨辰, 王文秀, 孙晋海，2010）。而且当个体建立成良好的

心理弹性来缓解压力带来的焦虑时，个体会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吴喆 2018）。

现实的社会支持虽然能直接影响手机成瘾，但之前研究者们却发现社会支持

的客观支持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不是非常显著，这是因为客观社会支持不仅是现实

的社会支持还包括网络社会支持。当缺乏现实社会支持的个体在手机中寻求安慰

支持，就会得到一种依靠手机媒介使用的网络社会支持。研究者们意识到这种网

络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现实中缺乏社会支持导致的心理不健康，比如刘

沛汝、姜永志和白晓丽（2014）研究心理和谐时，发现网络社会支持能在手机成

瘾与心理和谐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良好的网络支持对手机依赖具有保护

作用。姜永志和白晓丽（2014）对网络社会支持四个维度情感支持、信息支持、

工具支持和社会成员支持具体分析时发现，网络社会支持负向影响孤独感，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大学生的心理焦虑和孤独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这和最近韩

国 Jennifer（2018）的研究一致，他解释到网络社会支持是在手机上进行人际

交往，客观上是增加了手机使用时间与依赖，但这种使用本质上不等同与孤独焦

虑的逃避性使用，它对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而非消极影响。不过也有学者指

出这种长期依赖手机的社交行为，最后并没有改变现实社会支持的缺失，反而加

重了手机成瘾，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张琰，孙亮；2015）。但为什么研究者会的

得到客观支持没有显著作用，主要还是因为研究者只关注手机使用时间的量化，

而没考虑手机使用中寻求网络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将网络支持对心理的影响

考虑在内，我们可以说社会支持通过主效应模型直接影响、缓冲模型平复负性情

绪孤独的不利影响、第三态模型缓解压力带来的焦虑来影响手机成瘾。即孤独感

和焦虑在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中起者中介作用。

（2）孤独感、社交焦虑在人际关系突出作用。

社会支持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本质上是通过社会适应这个完全中介作用来对

手机成瘾进行负向影响（金荣，闻雪，姜永志，2015）。社会适应即包括上述的

负性生活事件的适应，人际关系适应，还包括学习适应，自我适应等各个方面。

不过这种社会适应在人际适应上表现的最为明显，良好的人际适应性对手机成瘾

起保护作用，当个体顺利建立协调的人际关系后，个体就会提高现实的社会支持，

从而为个体提供了现实满足的途径，降低了个体因虚拟社交工具交往产生手机成

瘾的可能（张亚利等，2018）。但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顺利建立稳定的人际

ch
in

aX
iv

:2
01

90
5.

00
05

9v
1

ChinaXiv合作期刊



关系时，易产生孤独、社交焦虑等消极情绪，促使其沉迷网络中寻找精神寄托和

社会支持（杨辰, 王文秀, 孙晋海，2010）.张岩、周炎根和裴涛（2015）研究

也证明孤独感在人际适应与手机依赖起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低人际适应者由

于在社会交往中缺乏人际支持，造成自身的孤独感，产生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

种低社会适应还会产生一种对社交情境的消极判断，这种判断会导致他们无法拥

健康人际关系而感到孤独，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交焦虑。史滋福、郑凯文和张

慧敏（2017）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随着社交

焦虑程度的增加，更易表现出手机依赖，社交焦虑还可以引起个体的逃避动机，

即个体为了减轻社交中的痛苦，焦虑等情绪状态，在手机中寻求安慰（申曦，冉

光明，2018）。社交焦虑与人际关系的联系还表现在人际关系是社会焦虑导致手

机成瘾的完全表现（刘欣，陈晶，雷威，梁雪梅，刘可智，2017），比如人际关

系中的交往焦虑越高，孤独感越强烈，手机成瘾的概率增加。另外焦虑和孤独感

在人际关系中具有双重影响路径，如研究发现焦虑在孤独感与手机成瘾中起完全

中介作用（管浩圻，陈丽兰,2015），Hong,Chiuh 和 Huang（2012）认为对于社

交焦虑水平较高的个体而言，他们的感觉一般是不稳定的，而且很可能对人际关

系更敏感，会更多地使用手机与他人建立联系而非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而孤独感

对依恋焦虑和手机成瘾也具有中介作用（Kim E,Cho & Kim E.J，2017），Lee,Cai

和 Qiu （2014）的研究发现，为了逃避现实交往中存在的社交焦虑，人们偏好

使用手机社交媒体进行网络交往并导致过度使用。也就是说，孤独的人主要是在

人际交往中产生焦虑，焦虑也会诱发孤独，孤独和焦虑都会使人转而回避性的使

用手机寻求安慰。因此，也可以说，社会支持中的人际关系对手机成瘾影响路径

也是通过孤独与社交焦虑来发挥作用。

（3）自我控制力、动机在社会因素与手机成瘾中的调节作用

根据上文我们看到社会中的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通过孤独感，焦虑的中介作

用，对手机产生影响，而自我控制力和动机在这种作用路径中却起着调节作用，

如赵建芳、张守臣、杜雨来、姜永志和刘勇（2017）认为感觉寻求者因为缺乏控

制力，在个体缺乏社会支持时，高感觉寻求的个体手机成瘾更严重。缺乏社会支

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个体也容易具有孤独、无聊、抑郁倾向，而无聊倾向能够

预测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长期无聊倾向的个体会表现出较低的行为控制能力和

高水平的自我损耗（李晓敏，2016）。Lemay （2013）的研究证实，处于无聊状

态的个体自我损耗水平更高，对将来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更低。Mascho（2012）

在吸烟群体中也发现，高无聊倾向的个体对吸烟的自我控制效果更差，这种降低

自我控制的过程可能涉及认知观念和动机的转变。而孤独感是无聊的外部刺激的

二阶因素，武娇（2018）在对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无聊和自我控制的关系研究中也

发现在社交支持中出现人际关系问题，会通过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影响手机成

瘾，并且自我控制是无聊与手机成瘾的中介。也就是缺乏社会支持的无聊感，孤

独感会影响自我控制间接影响手机成瘾。手机成瘾动机中的社交需求也是调节手

机成瘾的重要因素。Louis（2008）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出，感觉寻求，缺乏动机，

缺乏控制力对青少年手机使用频率及手机成瘾有预测作用。这种动机被甘启颖

（2014）分为中娱乐需求，放松需求，个性需求，其中网络社交需要，手机娱乐

需求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心理需求在孤独感与手机依赖中起中介作用。同是个

体能动的调节控制因素的自我控制和动机，在也能在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与手机

成瘾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4）手机成瘾与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的共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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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会通过孤独、焦虑、自我控制、动机对手机成

瘾造成影响，反过来，手机成瘾也会对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产生反向影响。具体

表现为个体在手机成瘾后会导致回避性社交，缺乏同伴支持和社会支持，这种社

会交往的各种需要无法满足又会导致个体产生孤独与焦虑，再次加剧了手机成瘾

（张雪凤，高峰强，耿靖宇，王一媚，韩磊，2018），也就是孤独感，焦虑通过

安全感和沉浸作用在手机成瘾和社会支持中使个体自我控制能力降低，产生对手

机的逃避动机。之前研究也发现，由于手机成瘾，花在现实社会交往的时间减少，

会造成个体更加孤独、焦虑，人际交往淡漠（张琰，孙亮；2015）。无论是社会

支持和人际关系对手机成瘾的影响，还是手机成瘾对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的影

响，两者之间的关系都需要依靠孤独感，焦虑的核心中介作用，和自我控制、动

机的调节这条路径。

2.2 心理中人格特质、情绪与手机成瘾的路径

图四：人格特质和情绪与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

艾森克认为人格是现实生活所体现的行为方式的总和，可以用来预测或解

释人的行为（陈仲庚，1983），又因为人格特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稳定性，一直

以来也被作为研究行为的心理预测因素，因此对手机成瘾与人格特质的关系研

究，也就变成是国内外行为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国外学者在调查手机使用和“大

五人格”关系中发现外向型的人有更高的手机使用频率，主要在手机通话和短信

服务上，亲和性低的人则更喜欢手机游戏（Phillips,Butt&Blaszczynski,2006;

Butt&Phillips，2008.） 并且发现孤独和焦虑在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之间发挥

着核心作用（Park，2005）。大学生正处在自我同一性确立的时期 , 内心充满

成长过程中的冲突与不安 ,而手机的基本功能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人类孤独所引

起的焦虑。根据国内外研究看，对人格的测量主要是用艾森克和五大人格量表来

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在论述人格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时，也着重从艾森克和五

大人格的维度进行梳理。

（1）艾森克人格中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力和动机对手机成瘾的作用

在艾森克人格量表里，人格特质可以分为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掩饰性

四种类型（陈仲庚，1983），其中内外向与手机成瘾呈负相关，而神经质和精神

质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孤独感在神经质、精神质与手机成瘾中起中介作用（王

相英，2012），也就是内向，神经质或者精神质的人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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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还可以通过孤独感间接引发手机成瘾。后来吴玉，杜春香（2015）在用艾

森克量表研究手机成瘾问题时，也发现神经质和精神质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并

补充发现掩饰性在手机成瘾中也具有负相关。Ryan 和 Xenos（2011）在研究手机

使用问题时更具体的提出高神经质和高孤独感个体在手机上会花费更多时间。这

些都证明了孤独在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中起中介作用。张亚利等（2017）在研究

中则认为这些人格的本身就具有孤独、焦虑、控制力弱的特质，精神质的人突出

表现为孤独，难以适应外界环境；神经质的人则表现为焦虑，强烈情绪反应以及

冲动性缺乏自控力（姜永志，王海霞，蒋怀滨，刘勇，2018）；我们都知道内向

的人孤独容易上瘾，但关于外向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如上文

就提出外向的人可以在网络中获得网络支持，对手机成瘾具有调节作用，但其他

研究比如刘勇、陈健芷和赵建芳（2014）对哈尔滨 6所高校进行手机成瘾与人格

特质关系研究中，发现越是外向的人手机使用量越多，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而

对外向型人格解读中我们发现，外向型人格更加冲动，更倾向于感觉刺激寻求。

并且现有研究也发现冲动的各维度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越冲动的人越容易成瘾

（李悦，朱广思，2013）。感觉寻求中的经历寻求，放纵欲望，不甘寂寞与手机

成瘾呈正相关。外向型的人不仅使用手机来满足人际交流的需要，并且外向型人

格中的冲动，刺激寻求，不甘寂寞的本质特质也使个体手机成瘾成为可能。不是

所有变量的都存在一维的关系，在具体分析内外向研究文献中，我们认为内向的

人通过孤独引发手机成瘾，而外向人则是因为人际交往，冲动，感觉需求引发手

机成瘾，所以人格特质中内外向都会导致手机成瘾。张亚利等（2017）还补充道，

除了人格本身特质，个体在自我认同感低的时候，自我效能低时，个体会更加焦

虑，孤独，控制力差，手机成瘾的可能性也越大。概括来说，艾森克人格维度中

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掩饰性，是通过孤独，焦虑的中介作用，在自我控制

和自我效能动机调节下，对手机成瘾发生作用。

（2）大五人格中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力和动机对手机成瘾的作用

根据王孟成，戴晓阳和姚树桥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CBF-PI-B），

大五人格包含神经质、外向性、严谨性、开放性和宜人性 5 个维度，惠秋平等

（2017）在对中学生手机成瘾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神经质、严谨

性、开放性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相关，具体关系表现为神经质的人易焦虑、冲动、

缺乏自控力更喜欢通过手机进行社交；严谨性低的人自控力也低，做事无条理容

易沉迷于手机快乐之中无法自拔，宜人性低的人，怀疑他人，充满敌意，孤独焦

虑依赖于手机排解心情；开放性水平低的个体，不太愿意接触新的事物，体验不

同的经验，也更不愿意坦率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通

过手机来逃避和缓解内心孤独、沮丧（黄海，余莉，郭诗卉，2013）,并且惠秋

平等（2017）发现低强度的手机使用动机可以消弱人格特质（神经性、严谨性、

开放性）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综合大五人格本身特质中的孤独感，焦虑，自

我控制力低易冲动的特性，和使用动机对人格特质的影响，我们认为大五人格中

的神经质、外向性、严谨性、开放性和宜人性是通过孤独，焦虑中介作用，在自

我控制和使用动机调节下，对手机成瘾发生作用。

（3）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在情绪与手机成瘾中的作用

手机成瘾者的心理特征中的情绪加工特征一直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越来

越多的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受到消极情绪的干扰时，负性情绪水平越高，手机成

瘾程度越高（张斌，袁孟琪，黎志华，王叶飞，陈芸，邱致燕，2017）。根据心

境一致性理论，个体会对与心境一致的刺激投入更多的注意（Bec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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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nenger，2011），手机成瘾者经常体验到孤独、 抑郁、焦虑等典型负性情绪，

其心境状态偏向消极，更易受到消极情绪刺激的影响而加重手机成瘾（祖静，张

向葵，左恩玲，2017）。负性情绪除了直接影响手机成瘾，也会通过孤独和焦虑

中介间接影响手机成瘾，首先手机成瘾者体验到的负性情绪本质上就包括孤独

（刘红，王洪礼，2011）、焦虑（申曦等，2018）等，另外负性情绪对手机成瘾

的影响还表现为负性情绪的应对方式中的孤独逃避、不良情绪中的焦虑和个体缺

乏情绪调节策略。例如手机成瘾者为了减少负性情绪，孤独的个体更容易在网络

中寻求同伴关系，逃避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同伴支持（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0），而在面对负性情绪时，人们缺乏对不良情绪调节策略对手

机成瘾也会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张敬赞和姜媛（2017）将情绪调节策略分为表达

抑制与认知重评两部分，他们认为中国人情绪策略则是面对不良情绪的焦虑时，

采用消极的表达抑制策略会正向预测到手机成瘾。手机成瘾还会通过对孤独感和

焦虑的影响，使个体产生更严重的负性情绪，例如随着手机成瘾倾向程度越深，

越容易削弱表达正性情绪的能力和调节负性情绪的能力，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较差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易怒等症状（Sahin , Ozdemirz & Unsal，

2013）

在负性情绪中逃避动机和自我控制能力也会对手机成瘾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认为维持个体成瘾行为的优势动机是对其负性情绪的逃避

反应（Baker ，Piper & McCarthy，2004），即对负性情绪的逃避，引发和维持

了问题行为，这些问题行为包括网络游戏成瘾和手机依赖（Wan et al.，2006）。

例如具有高冲动性特征的大学生在遭遇挫折时，极其容易产生逃避心理，并借助

手机与外界沟通，以寻求心理补偿，从而更易导致手机成瘾（邹艳等，2017）。

自我控制能力对个体成瘾行为与情绪状态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自制力的个体

往往体验到更积极的心理状态。相反，低自制力的个体常伴随着赌博、成瘾、攻

击等（刘红，王洪礼，2011）。

2.3 家庭中亲子关系、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的路径

图五：亲子关系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

（1）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在亲子关系与手机成瘾中的作用

在论证人格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种容易手机成瘾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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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形成的。众所周知家庭是孩子形成人格的重要场所，人从一出生就面对第

一个关系就是亲子关系。国内外研究者认为亲子关系中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

亲子冲突，亲子沟通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发展（韩怡弘，2018）。家庭对手机成瘾

的影响路径表现为一方面童年时期父母影响孩子的依恋关系中的孤独感、焦虑、

自我控制和动机成分，如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中父母的偏爱会导致人际关系

中自私引发孤独，拒绝否认则会导致个体自我认同性低的焦虑感，并且母亲过分

干涉保护还会导致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低（王平，孙继宏，王亚格；2015）。并且

母亲的偏爱，拒绝否认，母亲过分干涉保护长期影响下，孩子更容易形成不安全

的依恋关系，这种不安全的依恋如恐惧型和专注型也会导致孤独，焦虑情绪，自

我控制力下降（葛续华等，2014）。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成瘾行为是依恋失调的

表现（Flores,2004），因此个体对手机的依赖可看作是动机中依恋需求的转移

和补偿，是正常依恋未能获得满足的变形。如果个体的依恋表现出无价值和不信

任等消极特征，很有可能躲进网络世界寻求安全感（葛续华等，2014）。另一方

面父母对儿童的教养通过父母的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间接影响个体的孤独感

和焦虑。比如父母“低头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手机成瘾，因为父母的“低

头族”现象在一段时间内是亲子间相处和互动时表现出的一种父母“冷落”孩子

的常态化现象，这种冷落会导致孩子缺乏关爱产生孤独，和面临生活问题无法求

助的焦虑，父母的“低头族”现象也使手机成瘾成为儿童不可忽视的发展性问题

（丁倩，孔令龙，张永欣，周宗奎，胡伟，2018）

（2）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在冲突评价与手机成瘾中的作用

当个体成大后父母冲突和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也会使个体缺乏安全感，感

到孤独（卿再花，2017），当个体感知到父母冲突时，就会产生对冲突后果带有

自责的认知评价，这种带有个体认知特色的消极评价会导致焦虑、孤独等心理适

应问题（Chen L, et al，2016）。有研究表明，成瘾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逃

避孤独、焦虑等消极情绪的痛苦（Peele，1985），在手机为主的媒介时代，具

有高孤独感、焦虑和低自我控制力的个体在逃避动机下，会更依赖于手机。因此，

人格形成中父母的教养方式，父母冲突也是通过孤独，焦虑，在逃避动机和低自

我控制影响下，导致个体的手机成瘾。

2.4 生理中的生命质量（睡眠质量）与手机成瘾路径

图六：生命质量（睡眠质量）与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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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在生命质量（睡眠质量）与手机成瘾中的

作用

生命质量作为一个人健康与生活水平的指标，其测量维度包括躯体健康、生

理机能、生理职能、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职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 8

个维度（王琪，李小杉，赵薇，2014）。生命质量中的躯体健康、精力、情感职

能、一般健康状况对手机成瘾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并且孤独在生命质量与手机

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熊健宁静，廖绍疆，2015）。其他研究还发现在生理上

的个体躯体不健康和无精力会导致社交活动减少，体验到孤独感与无助感

（Chóliz & Villanueva 2009），更倾向于用手机进行社会交流。而在情感和精

神中，情感职能得分低者，容易封闭缺乏自信，减少情感上的自我暴露，当他们

面对各种压力焦虑找不到突破口时更容易沉迷于手机，只有通过玩手机来缓解自

己内心的焦虑（Toda，Monden & Kubo ,2006）。这种生命质量低而带来的焦虑,

在作为生命质量衡量标准之一的睡眠质量中表现最为突出，当个体存在睡眠问题

的时候，会引发焦虑情绪，增强手机成瘾程度（刘志强，朱玲玲，2018），并且

当个体精神健康或人格中存在焦虑和孤独成分也会产生睡眠障碍，直接影响手机

成瘾（邢麟，余丽君 2016）。我们还发现生命质量下降会造成孤独感、焦虑影

响手机成瘾的同时，手机成瘾者也会产生焦虑和孤独消极情绪造成的生命质量的

下降。比如在刘庆奇、周宗奎、牛更枫和范翠英（2017）的研究中发现，手机成

瘾会破坏青少年的情绪平衡, 使他们体验到较多的消极情感如（焦虑、孤独感、

低动机），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睡眠质量，平衡这些消极情绪可以调节手机成瘾，

而平衡消极情绪调节则需要依靠个体自我控制和动机，当个体具有强烈的手机使

用意愿和冲动，则会难以控制对手机的依赖。并且个体对自身难以控制的强迫行

为是有认知的，如个体对自己的健康状态评定上较差时，个体可能会增加其对手

机的依赖。而在动机理论中的自我图式理论和 Davis（2001）的“认知——行为”

模型，认为对自我生命质量的主观评价低导致的自我怀疑、自我效能低下和消极

自我评价也会负向预测手机成瘾，即对自身身体不满意的人，自我动机低，更容

易在网络中寻求满足自我展现的心理需求，增加手机成瘾的可能性（丁凯旋，

2018）。也就是说生命质量或睡眠质量会影响个体的孤独感和焦虑引发手机成瘾，

而对生命质量或睡眠质量的自我控制感和动机（自我效能感）却能调节手机成瘾，

平衡个体的消极情绪。

（2）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对手机成瘾中起作用的脑神经学证据

综上各种发生路径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出种种生理心理特质，社会家庭关系

多种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是通过孤独感、焦虑的中介作用，自我控制和动机的调

节作用综合影响手机成瘾的，而这些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建构的

中介效应，缺乏一定的验证。近些年来对手机成瘾的脑神经研究，却为孤独感、

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提供了生理学基础，如利用磁共振波谱

技术（MRS，一种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网络和智能手机成瘾的青少年的大脑化

学成分进行了测量后发现手机成瘾的青少年前扣带皮层中 GABA 与 Glx 的比例

失衡，表现为更易抑郁、焦虑、失眠和冲动。并且在对 12 名成瘾青少年进行 9

周的认知行为治疗（针对游戏成瘾的认知疗法）中发现认知行为疗法通过恢复成

瘾青少年前扣带皮层中 GABA 与 Glx 的比例能调节手机成瘾行为（聂佳，雷雳，

2018）。陈健湘、胡元明、吕涵青、隆晓菁、石婷玉和陈少媚（2017）在运用弥

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e，DTI)方法观察手机依赖组与正常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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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之间的大脑白质纤维束微结构完整性的差异时，还发现手机依赖者的大脑在涉

及奖赏环路、控制及执行能力等相关脑区白质纤维束微结构发生变化。后来陈健

湘、胡元明、吕涵青和隆晓菁（2017）又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 VBM) 方法观

察手机依赖组与正常被试组之间的灰质结构的差异，发现手机依赖症可能影响与

认知功能、冲动控制、情绪和精神行为、大脑奖赏等功能相关脑区的灰质结构。

脑神经学证明了手机成瘾会改变大脑结构，并且这些大脑结构是控制孤独感、焦

虑、自我控制和动机主要机制。也就说手机成瘾的发生路径中孤独感、焦虑的中

介作用，自我控制和动机的调节作用是有着科学的生理学证据。另外研究者还关

注从实验角度去论证大脑认知功能变化，通过利用网络成瘾实验范式的改良对手

机成瘾者注意的选择性，控制力，转移脱离，和记忆的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这

也是我们接下来主要论述。

3 手机成瘾认知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能弥补定性研究的不足的同时，还

能根据上文的调查研究的结果与论据，进行有计划的实践，验证已提出的理论。

在对手机成瘾的实验研究的分析与梳理过程中，国内的手机成瘾研究突出表现在

对手机成瘾与认知的因果关系研究。如手机成瘾者存在负性注意偏好（祖静等，

2017）、选择性注意能力下降（夏艳雨，2018）、注意抑制下降（汪海彬，陶炎

坤，徐宏图，2015）、记忆能力下降（潘东旎，王道湍，李雪冰，2018）等认知

特征，对这些实验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验证手机成瘾发生路径的动态控制模型

的科学性，而且能为我们进一步科学的了解手机成瘾者认知特点提供了科学认

识，为之后的干预实施提供科学化的指导。

3.1 注意的实验研究
（1）手机成瘾者的负性注意偏好

注意是人们进行认知信息加工的第一步，也是认知的初步阶段，花蓉、武

晓锐和方芳（2016）利用点探测范式测试手机成瘾者对手机相关词和中性词之间

的注意偏向，实验发现手机成瘾组相对于对照组在对手机相关词存在注意偏向，

也就是自我图式理论中，人在面对外界刺激时会注意到同自身特质一致的外界信

息，手机成瘾者也有着手机相关的认知图式，影响着他们的注意偏好。这种注意

偏好还具有情绪特质，研究者们使用视觉搜索任务比较手机成瘾者与正常组对愉

悦、中性和悲伤表情面孔觉察的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发现手机成瘾者对悲伤表情

面孔觉察较快，其对愉悦和悲伤情绪的存在着系列搜索（祖静等，2017），手机

成瘾者对负性情绪反应更敏感，个人的认知也更为消极。对于注意偏向发生过程

的情绪特质，也被雷玉菊、贺金波、牛更枫、周宗奎和田媛（2017）在视觉搜索

范式中证明，他将注意分为注意定向，脱离两阶段。发现网络成瘾者注意定向阶

段不仅存在对负性情绪的快速定向，还变现在对卡通面孔的注意优势，在注意脱

离阶段，网络成瘾者对真人愤怒情绪难脱离。这些都验证了自我图式理论的注意

优势与自我特质的相关性，同时也证明了成瘾者的社会社交困难所造成焦虑孤

独，影响着成瘾者对负性情绪的注意偏向和威胁信息的脱离困难。

（2）手机成瘾者的选择性注意能力下降

大脑在接受信息时不是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反应，而是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注

意，并且注意一词本身具有选择性意义，对手机成瘾的注意研究者，也会特意强

调注意的选择性，研究者们对手机成瘾的选择性注意利用的是与视觉搜索类似的

Flanker 任务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在对中间靶箭头的方向判断时，正确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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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反应时大于对照组，并且当箭头不一致反应最长，说明手机成瘾者选择

性注意能力弱于正常人（夏艳雨，2018），也就是说手机成瘾会损害人的注意能

力。除了雷玉菊等（2017）利用视觉搜索范式研究的是网络成瘾注意阶段与情绪

特征，而手机成瘾的注意阶段的情绪特质的研究还是空白，并且由于手机成瘾与

网络成瘾手机依赖和网络成瘾都属于对技术的过度使用，两者可能存在相似的表

现特征。比如社交方面成瘾者都是因为存在述情障碍即缺乏对他人情绪的解读回

应能力（王薇，2012），而带来社交焦虑和孤独感，这种因为选择性注意下降导

致的情绪特质证实了焦虑和孤独的核心中介作用。

（3）手机成瘾者的注意的抑制能力下降

在研究自我控制能力中，研究者也关注到注意的抑制反应，比如采用无成瘾

物相关实验材料的停止信号范式的研究发现，高手机依赖个体对无停止信号反应

过快，对停止信号反应过慢，抑制控制能力更差，虽说直接原因是抑制能力的下

降，但深度分析发现这是个体成瘾后，自我控住能力下降，冲动水平提高的表现

（汪海彬等，2015）。国外的研究者也证明智能手机成瘾或过度使用的个体的注

意执行控制功能更差( Chen et al，2016) 。lee（2015）利用认知负荷理论对

其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智能手机使我们在时空中压缩，接收到巨量的信息，从而

导致频繁检查或习惯性检查的成瘾行为，这样的行为又增加了成瘾者所接受到的

信息量，个体试图去吸收新内容，增加思维产量的基线( McVay ＆ Kane，2010) ，

使得成瘾者进行抑制和控制的负荷增加。除了手机成瘾对注意执行控制的直接影

响，研究者还发现心智游移，一种从当前进行的任务或经历的外在环境事件中脱

离出来陷入自身思想和感觉中内源性的心理表征( Smallwood ＆ Schooler，

2015)在智能手机成瘾和注意执行控制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高频心智游移

的智能手机成瘾者的注意执行控制功能更差，而低频心智游移则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智能手机成瘾对注意执行控制功能的影响（林悦，刘勤学，邓寒，李羽萱，

丁凯旋，2018）。这也是和情境调节假说 ( Smallwood ＆ Schooler，2015)中

一致 ，心智游移与注意执行控制功能的关系会因为任务要求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当任务要求高时，注意执行控制功能好的个体会限制任务无关想法的产生，在比

较复杂的广度测试、持续注意任务和阅读任务中，任务无关想法和注意执行控制

功能呈负相关; 但当任务的要求不高时，注意执行控制功能好的个体会产生更多

的任务无关想法，高频心智游移的智能手机成瘾者比低频心智游移的智能手机成

瘾者维持目标更困难。因此，当手机成瘾者在面对高难度的学习工作任务时会出

现高频心智游移，导致工作学习的错误率会显著增加。动机理论里的任务难度会

影响动机水平类似，心智游移水平反应的是手机成瘾者的注意控制能力与动机水

平。

除了实验情境下的注意控制实验，研究者通过手机成瘾者在面对高额但延迟

的回报与低额但即时的回报之间两难选择时，发现手机成瘾程度的高低与反应时

虽然无明显相关，但是无论延迟时间的长短，低成瘾性被试的延迟选项选择百分

比远远高于高成瘾性被试，手机成瘾者的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冲动性水平上升（姚

坤，郭瑾瑾，2015）。在对手机成瘾者的注意偏好，选择性注意，注意抑制能力

的实验分析后，我们能看出手机成瘾对人的认知影响也是通过孤独感、焦虑、自

我控制和动机发生作用。

3.2 手机成瘾者记忆能力实验
注意的刷新，抑制，转换不仅是认知控制的重要方面，也影响着工作记忆的

执行（赵鑫, 周仁来， 2011）。利用 N-back 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孙岩、王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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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沙和李珍（2017）对网络成瘾者的工作记忆能力研究中发现，当认知负荷最低

（n=0）,网络成瘾者长期使用网络设备，手脚协调力好，反应能力比对照组好，

也就是说成瘾者从行为指标上看可以正常完成实验任务，但实际上消耗了更多的

认知资源，经历了更复杂的控制过程( Chen，Liang，Mai，Zhong ，& Qu，2016) 。

而当认知负荷增加（n=1.2...）注意资源分配越难，网络成瘾者正确率下降，反

应时慢于对照组，并且孙岩等（2017）利用 ERP 事件相关电技术，对进行 N-back

实验中大脑工作进行测量，发现网络成瘾者 P2 波幅比对照组大，需要对同样刺

激分配更多注意资源，自动化程度低。而 N2 的执行控制波幅小于对照组，执行

控制能力低，信息加工速度慢。也就是手机成瘾会影响控制能力而影响个人记忆

能力。

记忆的阶段也可以分为前瞻记忆与回溯记忆，丁芳盛和郭铁军（2015）利用

前瞻记忆经典实验范式对词语的褒贬词义对前瞻记忆进行测试，发现虽然褒贬倾

向对前瞻记忆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影响进行中记忆任务的绩效。潘东旎等（2018）

在对工作记忆研究中，利用对不同情绪词语进行双维 N-back 范式的训练一周后，

负性情绪对工作记忆产生影响虽然不大，但是客观存在。并且他们认为双维

N-back 对工作记忆的会比单 N-back 具有更大影响，具有生态效应。但夏艳雨

（2018）在利用自由回忆任务研究手机成瘾者的回溯记忆和利用低关联前瞻记忆

任务研究手机成瘾者的前瞻记忆，发现得出的实验数据的主效应都不大。但这些

研究还是能表明手机成瘾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认知负荷和情绪影响人的记忆能

力。

现阶段对手机成瘾者认知特点的实验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但对手机成瘾认

知实验分析中，能发现手机成瘾对人的认知能力如注意力，记忆力存在一定的损

害，并且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也是认知与手机成瘾中的核心影响要素。

4 手机成瘾的干预方案与展望

手机成瘾容易导致生理心理，社会，家庭问题，还具体表现为学业倦怠（葛

续华，2013；周琳琳，王晶晶，2015）、睡眠问题（李丽，梅松丽，牛志民，2017）。

因此通过对手机成瘾者进行干预，改善其生理心理的健康水平赋予研究现实的意

义。在对文献整理过程中，我们对手机成瘾的区别化定义为手机成瘾的科学学界

定提供借鉴，对手机成瘾发生路径梳理建构动态控制模型为手机干预提供了关注

的核心要素：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而对认知实验的梳理则是为了在

了解手机成瘾者认知特点的基础上，验证动态控制模型中核心影响要素的科学

性，并为手机成瘾者的干预提供更科学的干预措施。而且已有一些干预方案，也

是利用对孤独感、焦虑、自我控制和动机的影响进行开展。例如在社会层面上对

社交与人际方面的干预，张雅杰（2018）就提出在手机成瘾的心理治疗中采用利

用社会角色的扮演，处理角色矛盾冲突，提高人际适应性的心理剧技术治疗法，

本质上是对学生孤独感与社交焦虑的调整。而最近国内外流行的正念疗法则是通

过对手机成瘾发生因素的综合解读进行干预，具体如树立正确的认知，减少孤独

感与焦虑，提高自我控制力和动机，改善手机成瘾（Lan, Ding，Li,W.，Li,J，

Zhang，Liu ，&Fu，2018）。而国内的认知行为正念团体治疗也证明增强个体心

智觉知水平，减少学生冲动性和焦虑情绪，能降低学生的手机成瘾水平（李丽，

牛志民，梅松丽，2017）。认知实验中对注意的能力特质的研究，也被研究者运

用到干预中，比如对积极信息的选择和关注会改善机成瘾倾向个体的情绪状态，

促进了其心理健康（Heather & Derek ，2008）。陈燕和余仙平（2017）在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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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成瘾者干预中采取的积极信息关注的注意力偏向训练，也证明注意力偏向训练

能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

我国手机成瘾研究虽然涉及到手机成瘾定义，影响因素，认知实验等，但手

机成瘾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创新观点，研究主题内容

大部分都跟随着国外的研究。然后研究的主体单一，大部分为大学生，高职院校

学生，而对农民工、老年人、军人手机成瘾研究还是屈指可数。最后在研究手机

成瘾背后的社会因素并没有深入到制度，文化背景中去。我们认为日后研究可以

加深对社会文化因素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手机成瘾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有不同，

比如 Petersen 等（2005）认为老年人手机行为与孤独感呈负相关，那么手机成

瘾的老人的认知的变化是否会也对老年记忆衰退有一定抑制作用？对手机的研

究大部分文献注重对其危害的描述，而手机作为沟通，交流媒介在其他条件下也

是可以给人类带来好处，研究者在对北京外来务工女性的亲子关系研究中，发现，

手机作为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亲子沟通外，还为父母提供了监督

管理孩子的途径（韩怡弘，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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